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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叠纪末期生物大灭绝后初级生产力是升高还是降低仍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 通

过对华南两个深水剖面(峡口和新民剖面)的研究发现, 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初级生产力是逐

步降低的, 而且从 Clarkina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到 Hindeodus parvus-Isarcicella isarcica

带经历了升高-降低-恢复-衰退-萧条 5 个演化阶段. 从 C. meishanensis 带底部开始, 初级生产力

开始大幅度衰退, 但由于环境的恶化, 海洋表层生物群发生了转变, 大量适应恶劣环境的疑源

类和蓝细菌(灾难种)反而繁盛. 而后初级生产者在 H. parvus-I. isarcica 带出现大的萧条. 通过

对华南 2 个剖面晚二叠世大隆组黑色岩系初级生产力的定量计算发现, 大隆组黑色岩系的初级

生产力相当于现代海洋上升流区域生产力的平均值, 这套地层是潜在的优质烃源岩. 大隆组出

现这种高生产力的现象可能与当时华南板块处于赤道上升流附近有关, 但不同剖面因受氧化

还原和后期改造作用的影响, 保存下来的有机质含量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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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发生了地球历史上最严重的

生物危机, 大量的陆相和海相生物在该时期发生了

灭绝(Erwin, 1994; Erwin 等, 2002; Alroy, 2010). 过去

几十年间, 地质学家对这次灭绝事件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 提出许多绝灭假说, 如外星撞击(Retallack 等, 

1998; Kaiho 等, 2001; Becker 等, 2004)、缺氧事件 

(Isozaki, 1997; Grice 等, 2005)、甲烷的释放(Krull 等, 

2000)以及西伯利亚火山喷发 (Bowring 等 , 1998; 

Kamo 等, 2003; Reichow 等, 2009)等. 但是没有哪个

单一的起因能够解释在全球所有二叠纪-三叠纪剖面

所记录的信息. 因此,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地球

历史上最大的生物灭绝还存在很大的争议(Jin 等 , 

2000; Yin 等, 2007; Xie 等, 2010; Kozur 和 Weems, 

2011). 目前为止, 取得一致认识的是放射虫、有孔

虫、介形虫、腕足和头足类等动物群的丰度和分异度

在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时期出现了明显的降低(Er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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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Erwin 等, 2002; Yin 等, 2007), 而且很多生物 

(如腕足、牙形石、菊石、海绵骨针)出现小型化的演

化(Payne, 2005; He 等, 2007, 2010; Twitchett, 2007; 

Luo 等, 2008). 但对于初级生产者在灭绝前后的变化

存在很大的争议. Kakuwa(1996)认为, 在日本剖面, 

二叠纪-三叠纪界线以上出现的炭质泥岩以及碳同位

素的正漂移是由于初级生产力的升高引起的, 早三

叠世初级生产力升高的观点在其他地区和剖面也得

到了证实(Suzuki 等, 1998; Algeo 等, 2010). 在华南, 

动物群的明显小型化被认为是由于缺乏食物(初级生

产者)导致的(He 等, 2007, 2010; Luo 等, 2008). Meyer

等(2011)通过比较不同水深的无机碳同位素的变化

梯度发现, 相对现代海洋而言,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不同水深的碳同位素梯度的变化是由于初级生产者

大量繁盛导致的. 而 Algeo 等(2013)通过对比全球 40

个不同相区剖面的总有机碳记录, 认为不同地区的

初级生产力在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时期的演化是有显

著差异的. 所以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处于食物链最

底层的初级生产者的演变还存在很大的疑问. 本文

通过结合不同的地球化学和古生物指标, 综合指示

华南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初级生产力的变化.  

中国油气勘探历史中, 陆相油气勘探一直是主

要的勘探内容(秦建中, 2005; 腾格尔等, 2010). 但随

着陆相勘测突破性难度增大, 海相烃源岩逐渐受到

重视, 对海相地层的勘探已经取得很大的成果(谢树

成等, 2007; 李天义等, 2008; 秦建中等, 2010; 殷鸿福

等, 2011). 华南发育大量的沉积型黑色岩系(黑色岩系

是含较多有机质及硫化物的暗色-黑色的硅质岩、碳酸

盐岩、泥质岩以及相应岩石的组合的总称(Tourtelot, 

1979)), 而且也是最近油气勘测的重点区域, 包括下

寒武统牛蹄塘组及相当层位地层(赵瞻等, 2010; 坛

俊颖等, 2011)、上奥陶统五峰组(张海全等, 2010; 刘

峰等 , 2011)和中二叠统孤峰组 (冯武军和陈安定 , 

2007; 曹文胜等, 2011)等. 这些黑色岩系的共同点是

都含有硅质沉积, 而且是特殊极端地质时期的产物

(胡世忠, 2000; 杨瑞东等, 2003; 刘峰等, 2011). 近年

来, 随着研究的深入, 地球历史上最大绝灭时期附近

的晚二叠世大隆组的黑色硅质岩受到众多学者的关

注, 因此对作为潜在烃源岩的大隆组黑色岩系进行

详细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Xie 等, 2008; 付小东等, 

2010). 在烃源岩评价过程中, 可以利用对现代海洋

学建立的定量计算初级生产力的公式来反演古海洋

初级生产力. 这样有助于评价地层的油气储量, 以及

研究地层中高有机质的形成机制(雷勇等, 2009; 沈

俊和冯庆来, 2010). 本文通过稀有元素 Cu 来定量计

算二叠纪大隆组海洋表层的初级生产力, 以期对油

气勘测提供一定的依据. 

1  研究剖面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华南板块处于古特提斯洋

的东部, 位于赤道附近(杨遵仪等, 1987)(略微偏北; 

图 1(a)), 而且沉积有从陆相到深海相的一套保存完

好的地层(杨遵仪等, 1987)(图 1(b)). 本文的研究剖面

分别来自华南板块的北缘(峡口剖面)和南缘(新民剖

面). 峡口剖面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峡口镇附近

(图 1(c)), 该地区位于中扬子地块的北侧, 东临黄陵

古隆起. 该地区由于位于特殊的古地理位置, 受地壳

的升降运动影响较小, 沉积记录连续, 保存了良好的

二叠纪-三叠纪的沉积地层(王正允, 1998; 王辉等, 

2008). 二叠纪自下向上发育栖霞组, 茅口组, 吴家坪

组, 长兴组和大隆组(王正允, 1998; 王辉等, 2008). 

该时期经历了从栖霞期和茅口期早中期的海侵到茅

口期晚期和吴家坪早期的海退, 吴家坪晚期开始第

二轮的海侵. 而在长兴晚期, 海侵进一步扩大, 使得

大隆组的沉积位于相对深水的沉积环境, 沉积一套

以黑色泥质岩为主 ,  夹灰岩的岩层序列 (王正允 , 

1998; 王辉等, 2008). 早三叠世由于海退作用, 发

育相对较浅水的灰岩相(王正允, 1998). 峡口剖面总

厚度 4.6 m, 根据岩性和生物的分布可以分为三个部

分(图 2(a)). 下段(大隆组, ~2.6 m, 223~251 层)主要以

黑色泥岩为主, 夹几层灰岩和泥质灰岩, 火山灰含量

少. 产出大量的有孔虫: Ammodiscus sp., Hemigordius 

sp., Geinitzina sp., Nodosaria sp., Ichthyolaria sp., 
Geinitzinita changhsingensis, Geinitzinita sp., Howch- 

inella sp.. 中段(大冶组, ~0.5 m, 252~262 层)岩性主要

以火山灰为主, 并含有泥岩和泥质灰岩的夹层, 生物

化石相对稀少. 上段(大冶组, ~1.5 m, 263~280 层)岩性

主要以泥岩为主, 含有多层灰岩和泥质灰岩的夹层, 

火山灰也大量出现. 整个剖面牙形石发育丰富(Wang

和 Xia, 2004), 包括 C. wangi, C. postwangi, C. 

subcarinata, C. changxingensis, C. deflecta, C. mei- 
shanensis, H. parvus, H. typicalis, H. latidentatus, I. 

isarcica 等. 峡口剖面的牙形石可以划分为四个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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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构造古地理背景及交通图 

(a)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全球古地理图; (b)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华南古地理图(Shen 等, 2012a); (c) 峡口交通图; (d) 新民交通图 

(图 2(a)), 从下到上分别为: 233~241 层是 C. chang- 

xingensis-C. deflecta 带, 242~251 层是 C. yini 带, 252~    

262 层为 C. meishanensis 带, 263~280 层为 H. parvus-  

I. isarcica带. 根据和煤山D剖面的牙形石带和无机碳同

位素的对比, 将 251/252 层的界线定为大灭绝线(相当于

煤山的 25层底部), 262/263层的交界定为二叠纪-三叠纪

的界线(Wang 和 Xia, 2004; Shen 等, 2012a)(图 2(a), (b)).  

新民剖面位于贵州省安顺市北约 30 km 附近(图

1(d)). 研究区在二叠纪晚期属于黔西南的三岔河区, 

安顺-晴隆分区, 而在三叠纪早期属于黔中分区. 由

于长兴期整个华南的海侵作用, 导致该区由吴家坪

期的海陆交互含煤碎屑沉积转变为长兴期的深水硅

质岩、硅质泥岩沉积. 由于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大规

模海退, 导致早三叠世发育较浅水的陆源泥质沉积. 

新民剖面主要出露晚二叠世的大隆组和早三叠世的

大冶组地层(图 2(c)). 大隆组(~7.2 m)岩性主要以黑

色泥质灰岩为主, 并含有多层薄层的黑色页岩和钙

质泥岩, 出现大量的火山凝灰岩, 并含有大量的牙形

石、有孔虫、放射虫和菊石等化石 . 如牙形石 C. 

changxingensis, C. meishanensis, C. zhangi; 有孔虫

Pachyphloia schwageri, Geinitzinita sp., Hemigordius 

yini, Ichthyolaria sp.等. 大冶组(~2 m)岩性主要以火

山凝灰岩和黄色泥岩为主, 生物化石含量稀少. 从下

往上牙形石带分布如下: 1~2 层为 C. changxingensis- 

C. deflecta带, 3~4层为C. yini, 第5层为C. meishanensis

带, 在 5-3 层出现 C. cha.changxingensis. 虽然在整个

剖面上没有发现H. parvus, 但是在第 6层底部出现三

叠纪的典型菊石分子 Ophiceras sp., 所以本文把二叠

纪-三叠纪的界限粗略地定在 5~6 层之交, 而 6~8 层

相当于 H. parvus-I. isarcica 带的层位(Shen 等, 2013). 

2  实验方法 

本次研究对峡口剖面的 58 个样品以及新民剖面

的 89 个样品进行了地化数据的分析. 在野外尽可能

采取新鲜的样品, 在室内首先去除表层的风化物质, 

取岩石里面新鲜的部分并用碳化钨钵研磨成 200 目, 

然后分别送样测试不同的成分. 主量元素使用 X-射

线荧光熔片法, 对样品进行了全岩主量元素氧化物

地球化学分析. 其测试是在中国地质大学生物地质

与环境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 分析仪器为日本

理学公司 3080E1 型波长色散 X-射线荧光光谱仪. 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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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峡口剖面、新民剖面和煤山 D 剖面的对比图 
LPE: Late Permian event, 晚二叠世事件层; PTB: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二叠纪-三叠纪界线 

 
量元素的测试在中国地质大学地质过程与矿产资源

国家重点实验室测试完成 . 使用 POEMS (Plasma 

Optical Emission Mass Spectrometer)Ⅲ等离子体光质

谱仪进行样品测定, 该仪器质谱采用 VG 公司的 PQ3 

ICP-MS, 光谱采用 TJA 公司的 IRIS 高分辨率光谱. 

TOC 的测试在辛辛那提大学完成, 仪器为 C-S2000 

analyzer. 首先, 称取 100 mg 的样品测试样品中的全

碳, 然后把样品用 7%的HCl在 40℃下处理 24 h, 去掉

无机碳 (TIC), 然后测试有机碳 (TOC). 结果用标样

DBS-1 和 Sold 校正, 误差小于 5%. 

3  古海洋生产力的指标 

TOC(total organic carbon)是沉积物中的总有机

碳 , 它是海洋表层生产力在沉积物中的体现 

(Pedersen 和 Calvert, 1990; Canfield, 1994). 海洋表层

初级生产力的多少直接影响到达沉积物表面的有机

质的多少(Pedersen 和 Calvert, 1990; Canfield,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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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海洋生产力会使从透光层输入到海底的有机质

增多, 从而导致沉积物中 TOC 升高, 因此 TOC 被认

为是初级生产力的最直接的指标(Pedersen 和 Calvert, 

1990; Canfield, 1994). 但埋藏并保存在沉积物中的

TOC 还与海水的氧化还原条件以及沉积速率等因素

有关. 若底部水体为还原环境, 会减少有机质的氧化, 

从而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如果底部水体为氧化环境, 

则会大量消耗有机质, 使得埋藏的有机质含量下降. 

所以高的初级生产力和水体的还原条件是沉积物中

TOC 富集的主控因素. 而在一定的范围内, 高的沉

积速率有利于表层的有机质沉降到水底, 并保存下

来(Canfield, 1994; Piper 和 Perkins, 2004; Tribovillard

等, 2006).  

磷(P)是关键的营养元素, 生物体吸收 P 组成自

身的组织, 当生物体死亡后, P 也会随着生物遗骸沉

降到水底, 所以 P的多少和海水表层的生产力有很大

的关系(Schenau 等, 2005). 当底层水体为还原条件时, 

在细菌的作用下, P 会从有机质优先流失到海水中, 

导致高生产力海域沉积物中 P含量的降低. 而在海底

主要为氧化环境的时期, P 相对于有机碳有更高的保

存率(Schenau 和 De Lange, 2001; Algeo 和 Ingall, 

2007). 
生物 Ba(Baxs)由于其高的保存率一直被作为古

海洋生产力的地化替代指标(Bishop, 1988). 生物成

因 Ba 主要以重晶石(BaSO4)的形式存在. 关于海洋重

晶石的成因有两种假说: 一种是有机质的降解使得

硫酸盐和钡在微环境中达到饱和, 进而形成重晶石

(Bishop, 1988); 另一种是生物直接吸收 Ba 进入生物

骨骼形成 BaSO4, 随着生物遗体的降解, Ba 沉积到水

底(Schmitz, 1987). 两种观点都表明生源Ba通量与海

洋生产力有关. 在现代海洋中以及古海洋沉积物中, 

生物钡和其他生产力指标有很好的相关性, 表明它

可以用来作为古海洋初级生产力的替代指标(Schmitz, 

1987; Bishop, 1988). 但生物钡在还原环境下易于流

失, 而在氧化条件下具有高的保存率. 所以在用 Ba

来反演古海洋生产力的变化时, 需要考虑氧化还原

的影响(Dehairs 等, 1980, 1987, 1992; Dymond 等, 

1992). 
Cu 和 Zn 是海洋生物的营养元素. 它们随着海洋

初级生产者的光合作用, 被生物吸收组成自身的有

机质 , 然后由于有机质的沉积而保存到沉积物中

(Piper 和 Perkins, 2004; Tribovillard 等, 2006). 它们在

还原条件下会形成各自的硫化物而沉积下来, 所以

沉积物中的元素 Cu 和 Ni 的量与有机质的沉降量有

着密切的关系(Piper 和 Perkins, 2004; Tribovillard 等, 

2006). 由于它们需形成硫化物才能保存下来, 因此

Cu 和 Zn 一般只适用于指示还原条件下生产力的变

化. Piper 和 Perkins(2004)通过研究 Cariaco 盆地的 Cu

和表层生产力的关系总结出一个用 Cu 来定量计算表

层初级生产力的公式; 应用该公式定量计算了北美

二叠纪的黑色岩系沉积时期的海洋表层的初级生产

力(Piper 和 Perkins, 2004). 其生产力公式为 

 PP = (Exs××LSR×m/k)/0.15, (1) 

其中, PP 表示海洋表层初级生产力(单位: g C/(m2·a)); 

Exs 表示生物成因的元素的值(单位: ppm); 为沉积物

的密度(单位: g/cm3); LSR 为沉积速率(单位: cm/ka); 

m=358 g C/kg, 是根据现代海洋计算的常数, 表示浮

游植物中有机碳的含量(Piper 和 Perkins, 2004); k 为浮

游生物中微量元素 Cu 的含量(0.011 mg/g)(Piper 和

Perkins, 2004); 0.15 表示假设只有 15%的有机质能沉

降到海水底部(Piper 和 Perkins, 2004). 其中本文所有

的岩石密度都认为是 2.5 g/cm3. 峡口剖面和新民剖

面的沉积速率根据牙形带在剖面的分布厚度除以牙

形带的时间间隔计算得来(Algeo 等, 2013), 分别为

4.7 cm/ka(峡口)和 4.1 cm/ka(新民). 

沉积物中的元素主要由陆源沉积和海水沉积两

部分组成(很少有热液沉积)(Tribovillard等, 2006). 用

元素来反演生产力的时候需要扣除陆源的影响, Al由

于在水中的溶解量很小, 而且化学性质很稳定, 所以

一直被用来作为陆源输入的指标(Saito 等, 1992). 扣

除陆源的公式为 

 Exs = E(样品)Al(样品)×(E/Al)PAAS, (2) 

其中, Exs 为元素的生物成因部分, E(样品), Al(样品)分别为

样品中所测的元素 E 和 Al 的含量; (E/Al)PAAS 是晚太

古代澳大利亚页岩中元素 E 和 Al 的比值(Taylor 和

McLennan, 1985). 

4  结果与讨论 

4.1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生产力的演化 

4.1.1  峡口剖面生产力的演化 

根据各个指标的综合分布, 可以把峡口剖面的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的生产力演化分为 5 个阶段(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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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Ⅰ, 位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的中下

部, 生产力总体偏高. TOC 介于 0.54%和 6.64%之间, 

平均值为 2.57%±1.39% (图 3(a)). Cuxs (生物 Cu, 下同)

分布在 3.41 和 84.28 ppm 之间, 平均值为(34.98± 

21.57) ppm (图3(b)). P/Al最小值为99.17×104, 最大值

是 267.30×104, 平均值为(171±44)×104 (图 3(c)). Baxs 

(生物 Ba, 下同)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239.19 ppm, 平

均值为(75.38±76.07) ppm(图 3(d)). 有孔虫在此阶段

也是一个峰值, 丰度和分异度明显高于其他阶段(图

3(e)). 定量计算初级生产力的值在此阶段平均值为

(892±550) g C/(m2 a)(图 3(f)). 阶段Ⅱ , 位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的顶部和 C. yini 带的下

部, 这个阶段为生产力降低的时期, 各个指标都达到

了最小值(图 3). TOC 为 0.77%, Cuxs 为 8.85 ppm, P/Al

为 162 ×104, Baxs 为 10 ppm. 有孔虫丰度和分异度也

衰减至一个较低值. 初级生产力为 226 g C/(m2 a). 阶

段Ⅲ, 位于 C. yini 带的中上部, 为一个生产力的恢复

期(图 3), 较阶段Ⅱ来说, 所有生产力指标都有所回

升. TOC平均值为 3.31%±1.34%, Cuxs为(33.56±16.32) 

ppm, P/Al 为(140±51)×104, Baxs 为(77±123) ppm. 同

时有孔虫相应出现一个小峰值. 初级生产力平均值

为(856±416) g C/(m2 a). 阶段Ⅳ为 C. meishanensis 带, 

为 生 产 力 的 衰 退 期 ( 图 3). TOC 平 均 值 为

0.41%±0.26%, Cuxs 为 (10.03±16.49) ppm, P/Al 为

(195±197)×104, Baxs 为 0. 有孔虫也随之衰退. 初级

生产力为(511±488) g C/(m2 a). 阶段Ⅴ相当于 H. 

parvus-I. isarcica 带, 为一个生产力萧条期(图 3). 所

有的指标都大幅度降低. TOC 为 0.27%±0.23%, Cuxs为

(5.00±6.02) ppm, P/Al 为(82±23)×104, Baxs 为(22.42± 

50.41) ppm. 有孔虫几乎没有. 初级生产力平均值为

(191±152) g C/(m2 a). 

4.1.2  新民剖面生产力的演化 

新民剖面根据初级生产力的演化也可以划为 5

个演化阶段(图 4). 阶段Ⅰ位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的中下部, 为生产力的升高期, 各项指标

的平均值都位于高值. TOC 为 0.90%±0.72% (图 4(a)), 

Cuxs为(45.49±19.06) ppm (图 4(b)), P/Al 为(196±215) × 

104 (图 4(c)), Baxs 为(90.59±32.64) ppm (图 4(d)). 疑

源类及藻类/石松的相对丰度为(0.21±0.31)(图 4(e)), 

初级生产力定量值为(1012±424) g C/(m2 a)(图 4(f)). 

阶段Ⅱ位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的顶部到

C. yini 带的下部, 初级生产力为降低阶段, 各个指标

都出现降低的趋势(图 4). TOC 平均值为 0.37%± 

0.06%, Cuxs 为(21.64±11.24) ppm, P/Al 为(167±78) × 

104, Baxs 为(92.25±74.54) ppm. 疑源类及藻类/石松

为 (0.12±0.31), 初级生产力绝对值为 (481±250) g 

C/(m2 a). 阶段Ⅲ为 C. yini 带的中上部, 生产力开始

恢复, 各项指标较阶段Ⅱ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图 4). 

TOC 平均值为 0.44%±0.22%, Cuxs 为(16.49±16.63) 

ppm, P/Al 为 (199±393)×104, Baxs 为 (45.97±76.50) 

ppm. 疑源类及藻类/石松为(0.26±0.29), 生产力绝对

值为(367±37) g C/(m2 a). 阶段Ⅳ相当于 C. meishan- 

ensis 带的层位, 生产力处于衰退期(图 4). TOC 出现

明显的降低趋势, 平均值为 0.37%±0.23%, Cuxs除了 2

个点之外, 其他的点都处于接近 0 的范围, P/Al 也出

现明显的减小趋势, 平局值为(72±56)×104. Baxs 和其

他的地化指标一样, 也出现明显的降低, 平均值为

(19.16±24.18) ppm. 但是, 生物指标疑源类及藻类/石

松的平均值为(0.57±0.44), 在此阶段上部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峰值. 这可能是由于此阶段大量的火山作用导

致了海洋环境的恶化, 从而使得初级生产者的物种多

样性降低, 但是适应恶劣环境的疑源类和菌藻(特别是

某些灾难种) 在此环境中大量繁殖(见下文). 阶段Ⅴ

相当于 H. parvus-I. isarcica 带, 为生产力的萧条期(图

4). 生产力指标 TOC 出现稳步的降低, TOC 的平均值

为 0.31%±0.05%, 疑源类及藻类/石松为(0.08±0.07). 

但是由于此阶段大量的陆源物质输入, 导致其他的生

产力地化指标呈现高值. Cuxs 平均值为(91.68±37.17) 

ppm, P/Al 为(146±19)×104, Baxs 为(91.31±33.27) ppm, 

因此这些指标在此阶段不能用来指示生产力的演化

(Dehairs 等, 1980; Dymond 等, 1992). 

综上所述, 峡口和新民 2个剖面的初级生产力都

有类似的演化过程, 从下往上, 可以划分为 5 个演化

阶段(升高-降低-恢复-衰退-萧条) (图 3, 4). 除了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顶部至 C. yini 带的下部

出现一个小的低谷期之外, 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到 C. meishanensis 带的底部都为生产力的

繁盛期. 这说明在该时期初级生产力繁盛, 可以为后

生动物提供丰富的营养物质, 导致该时期后生动物

也很繁盛(放射虫, 有孔虫, 腕足) (Yin 等, 2001, 2007; 

向宇等, 2013). 而后 C. menshanensis 带, TOC, Cuxs和

Baxs 等都处于低值, 但疑源类和菌孢却显示峰值. 这

可能是由于从 C. menshanensis 带开始, 火山活动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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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海洋后生动物出现大量的灭绝(Yin 等, 2007), 海

水环境持续恶化(缺氧, 滞留)(Xie 等, 2010), 进而使

很多初级生产者也不适合此时的海洋环境, 但是一

些对环境适应力强的物种(如具短刺的疑源类和蓝细

菌等) 可以在恶劣的环境条件下生长并繁盛(Xie 等, 

2010). 在煤山剖面的第 25 层(相当于 C. meishanensis 

带)找到了大量的蓝细菌的生物分子化合物, 也可以

说明这点(Grice 等, 2005; Xie 等, 2005).  

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动物群发生了地史时期最

大的绝灭, 煤山剖面发生在第 25 层(Jin 等, 2000; Yin

等, 2001, 2007). 本文中, 峡口剖面 TOC 从大绝灭线

(LPE)以下的 2.83%±1.42%减少到大绝灭线以上的

0.31%±0.24%, 降低了 89%. Cuxs从(33.83±19.41) ppm

降到(6.38±9.95) ppm, 降幅也达到 81%. P/Al 从(162± 

48)×104 到 (114±113)×104, 降幅为 30%. Baxs 从

(72.72±91.47) ppm 降低为(8.64±15.95) ppm, 降幅为

88%. 这种现象在新民剖面也同样存在. 例如, TOC

从 0.60%±0.52%降低到 0.31%±0.05%, 降幅为 48%. 

两个剖面的生产力指标都指示初级生产力在二叠纪-

三叠纪之交是降低的, 但不同的指标降低的幅度不

同, 可能是由于沉积环境的差异引起的. 峡口剖面晚

二叠世大隆组的黑色页岩处于缺氧-贫氧条件, 而早

三叠世大冶组的页岩处于贫氧-氧化的条件. 新民剖

面大隆组的黑色岩系也较上部大冶组的黄色泥岩更

还原(Shen 等, 2013).不同的生产力指标对氧化还原条

件的敏感性不同(见上文). 在峡口剖面, TOC 和 Cuxs

的降低幅度很相似, 都为 80%左右. 而且它们高的相

关性指示它们在缺氧和贫氧的条件下, 都可以很好

保存, 可以用来指示生产力的变化(图 5(a)). 而 P/Al

的降低幅度相对较小, 可能是由于氧化还原条件对 P

的保存导致. 在晚二叠世, 虽然生产力高, 但是由于

处于缺氧的环境, 大量的 P 会流失掉, 不能保存在沉

积物中(Schenau 和 De Lange, 2001). 而在早三叠世, 

虽然生产力降低, 但是由于处于相对二叠纪更加氧

化的环境中, 所以 P 的流失相对较少. 随生物遗体到

达沉积物表面的 P 有很大部分可以保存下来(Algeo

和 Ingall, 2007), 从而导致二叠纪到三叠纪的 P/Al 的

降幅不是很大. Baxs 在整个剖面的波动幅度很大, 但

是大部分的值都接近 0, 所以 Ba 在整个剖面流失程

度较高, 只是在几个生产力高的区域(高的 TOC, Cuxs, 

P/Al)出现峰值(Dehairs 等, 1980; Dymond 等, 1992). 

综上所述, 在二叠纪-三叠纪过渡时期, 初级生产者

和后生动物一样, 也是降低的. 而不同指标降低幅度

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阶段的氧化还原条件对不同

指标的保存导致的. 

本文通过对两个深水相区剖面的研究表明, 二

叠纪-三叠纪之交, 初级生产力是逐步降低的. 初级

生产者在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顶部到 C. 

yini 带底部有一个降低, 而后在 C. yini 带是一个恢复

期. 在 C. meishanensis 段, 海洋表层的初级生产力开

始降低, 而且海洋生态系统发生了转变: 疑源类等耐

恶劣环境的生物大量繁盛, 其他种类的初级生产者

丰度降低. 而在 H. parvus-I. isarcica 带初级生产总值

处于萧条阶段. 这和 Yin 等(2007)所阐述的后生动物

在煤山发生多幕式灭绝(序幕-24e 层, 主幕-25 层和尾

幕-28 层)有很好的对应. 

4.2  大隆组初级生产力的定量估算 

在海水中, Cu 和 Ni 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性质, 

可以作为生物的营养元素(Tribovillard 等, 2006). 生

物体死亡后, Cu 和 Ni 可以随着植物遗体沉积到水底, 

在还原的条件下 ,  形成硫化物而保存在沉积物中

(Tribovillard 等, 2006). Tribovillard 等(2008)通过对比

不同海区黑色岩系的 Cu 和 Ni发现, 它们具有很好的

相关性, 可以用来指示生产力的变化. 本文中, 峡口

和新民剖面的 Cu 和 Ni 也位于现代海洋黑色岩系的

分布区域里面(图 5(b)), 而且也具有很好的相关性 

(峡口: R2=0.72, n=58; 新民: R2=0.62, n=80). 并且

TOC-Cuxs 高的相关性(图 5(a))也指示了 Cu 可以作为

生产力的指标(Piper 和 Perkins, 2004; Tribovillard 等, 

2008). 通过定量计算发现, 峡口大隆组的初级生产

力为(863±495) g C/(m2 a), 新民剖面的初级生产力为

(768±417) g C/(m2 a). 它们的值很相近, 和现在大洋

的上升流区域的生产力对应(Thurman 和 Trujillo, 

2004) (分布范围为: 400~1000 g C/(m2 a), 平均值为

500 g C/(m2 a) (图 6). 而且在巢湖剖面用 Cu 计算的

定量生产力为 540 g C/(m2 a) (雷勇等, 2009), 它和本

文计算的峡口、新民剖面的定量生产力值很相似, 都

相当于现代海洋的上升流区域. 这与华南在二叠纪-

三叠纪之交处于赤道上升流附近相对应, 深层水的

营养物质被带到表层(图 1(a)), 促使表层海水的初级

生产者的大量繁盛(Thurman 和 Trujillo, 2004). 另外, 

在峡口和新民剖面, 大隆组黑色岩系的高生产力段同

时对应于P和Baxs的高值(这些指标元素在还原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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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TOC 和 Cuxs (a)以及 Cu/Al 和 Ni/Al (b)的关系图 
东攀数据来自 Shen 等(2012b), 巢湖数据来自雷勇等(2009); 黑色岩系数据来自 Tribovillard 等(2008) 

 
中易于流失). 这说明大隆组黑色岩系的形成过程是: 

大量的表层初级生产力沉降到水底, 好氧细菌分解

部分有机质, 同时消耗大量氧气, 造成水底形成还原

条件, 进而导致有机质的大量保存. 所以, 大隆组的

黑色岩系是由生产力主控而沉积形成. 

本文峡口剖面和新民剖面大隆组的 Cuxs 和初级

生产力的值很相近, 但是 TOC 却差别很大. 这种现

象在已报道的华南另外两个深水相区的剖面(东攀剖

面和巢湖剖面 ,  图 1(b))也表现得很明显(雷勇等 , 

2009; Shen 等, 2012b). 四个剖面的 Cuxs 都位于 0~90 

ppm 之间, 但是 TOC 的分布范围却存在很大的差异

(图 5(a); 峡口 TOC 为 2.83%±1.42%, 巢湖剖面为

1.55%±1.49%, 新民为 0.60%±0.52%, 东攀剖面为

0.10%±0.04%). 峡口和巢湖剖面的 TOC 分布相对较

高(雷勇等, 2009), 但新民剖面的 TOC 偏低, 而且东

攀剖面的 TOC 全都小于 0.2%(Shen 等, 2012b). 这可

能受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是氧化还原条件, 峡口和

巢湖处于缺氧到次氧化的环境, 有机质可以较好的

保存下来, 所以有机质相对偏高. 而新民剖面位于次

氧化环境, 所以有机质的量相对偏低. 而东攀剖面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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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初级生产力在不同海区的分布 
现在海洋数据来自 Thurman 和 Trujillo(2004); 巢湖数据来自雷勇等(2009) 

于氧化到次氧化条件, 所以它的有机质很大部分流

失 , 保存下来的比例也很低 (Pedersen 和 Calvert, 

1990; Canfield, 1994). 其次是成熟度, 高的成熟度

可以导致很大部分的有机质流失(Raiswell 和 Berner, 

1987). 在晚二叠世地层中, 峡口剖面各项指标均指

示其处于成熟度低的地区(杜国清, 1983), 而新民则

处于相对较高成熟度的地区(李治本, 1989), 巢湖和

东攀剖面也处于不同的成熟度分布区域 (杜国清 , 

1983; 周希云, 1985; 李治本, 1989). 所以在不同剖

面, 用元素计算的生产力相似, 但是保存下来的有

机质差别较大, 是由于后期的改造对有机质的影响

作用形成的.  

通过微量元素计算峡口剖面和新民剖面晚二

叠世大隆组的初级生产力发现, 它们的生产力的绝

对值位于现代海洋高生产力的区域. 结合本文的结

果和另外两个已报道剖面的定量计算结果发现: 华

南地区晚二叠世大隆组的黑色岩系是一套潜在的

优质烃源岩, 但不同地区由于受到氧化还原、成熟

度等不同因素的影响, 会导致保存下来的有机质含

量差异很大. 

5  结论 

通过地球化学和古生物指标综合研究发现: 第

一, 在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初级生产力和后生动物

群一样 , 是逐步绝灭的 . 从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到 C. meishanensis 底部, 初级生产力整体

处于高峰期, 只是在 C. changxingensis-C. deflecta 带

的顶部到 C. yini 带的下部出现一个小的降低期. 从

C. meishanensis 带生产力开始降低, 但海洋表层的生

物面貌发生了变化, 大量疑源类和蓝细菌等灾难种

繁盛. 早三叠世 H. parvus-I. isarcica 带初级生产力出

现较大幅度的萧条. 第二, 通过对峡口剖面和新民剖

面大隆组的生产力进行定量计算发现, 它们的绝对

值跟现代海洋的上升流区域的生产力的平均数值相

当. 通过结合已经报道的其他剖面计算结果分析得

出, 华南二叠纪大隆组黑色岩系是一套潜在的优质

烃源岩. 这可能与二叠纪-三叠纪之交, 华南处于赤

道上升流高生产力附近有关. 但是不同剖面因受氧

化还原和后期改造作用的影响不同, 保存下来的有

机质含量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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